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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郁達夫文學之到達台灣 

     

從文化傳播和接受之層面來看，文學並非僅限於某一地區內部的現象運作，

討論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文學受容關係更是如此。本文研究意識原點是將郁達夫置

於東亞之中台灣文學發展的延伸範疇，並視之為台灣文學構成的眾多面向之一，

從而尋求其作品及思想產生的歷史語境，以連接至戰後郁達夫之於台灣文學場域

的種種脈絡。將台灣文學結合中國新文學作家的研究，藉由各個時期報紙、期刊

的文字討論、編輯記事、文學活動消息，輔以當時及其後作家的回憶文字與若干

具代表性的文學作品進行探討，以文本或以理論、史料重述台灣詮釋的郁達夫。

討論作家及其文學脈絡，首先必須找出文學史上的位置，因此這篇研究以 1945

年為時間分段，除 1945 年戰前台灣日治時期郁達夫受容的討論外，戰後則以「解

嚴」作為另一個時間段落，展開郁達夫在台接受過程的探究。透過戰前、戰後各

種史料資料與理論詮釋的分析和比較，全面形構郁達夫在台灣的形象演變與受容

歷程，提示一種台灣文學研究的新路徑。    

    郁達夫的文學活動可謂貫穿中國新文學運動至中日戰爭結束的時間段落，因

此從郁達夫的學識養成談起(1913－1922 年)，釐清中國新文學運動對當時中國社

會與知識分子的衝擊與影響，以及身處文學運動浪潮之下郁達夫對五四文學、思

潮與日本近代文學的承繼，進而鋪陳出作家文藝思想的根本矛盾與淵源。在此認

識之上，以兩大報刊《台灣民報》及《台灣日日新報》接續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之

於中國新文學受容的討論，說明台灣文壇已對中國文學有意識地展開閱讀。並從

郁達夫在台的人文活動證明台、日兩方各自的政治意圖，支撐郁達夫於東亞文化

圈的跨界性，以及其與台灣知識分子之間共同的身份境遇。標明日治時期的台灣

郁達夫即中國文化脈絡在台的印記，也是台灣知識論述的一部分。 

1945 年逝世的郁達夫，仍持續於戰後台灣進行不同階段的形象變化。五○年

代以來政府文藝政策對文學內容的扭曲，抑壓了郁達夫在台灣的詮釋廣度與資料

流通。至六、七○年代國外郁達夫研究成果的譯介，加上政治、文化環境的鬆綁，

始有夏志清、李歐梵等旅外學者對郁達夫詮釋的突破，宏觀地從中國新文學發展

脈絡談論郁達夫；並有林海音、張秀亞為首的女性作家以文學角度為郁達夫其人

及文學翻案。顯見解嚴前的台灣已逐漸跳脫文藝教條，客觀參照郁達夫文學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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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內涵，顛覆蘇雪林、尹雪曼、鄭學稼等人早期論述的作家印象。而解嚴後迄今，

除了接續戰後郁達夫相關研究專書上屬多的作家傳記，或郁與王映霞之間的愛情

故事之外，以評論郁達夫個人作品為重心的藝評亦不在少數。不過直至八○年代

後期，郁達夫才正式作為學院內的研究專題。同時因為社會文化的開放和新史料

的出現，郁達夫的討論場域、方式、題材愈趨多元；學院研究之外，台灣當代報

刊與郁達夫愛情敘事的討論，亦展現出台灣社會對中國文學解讀的大眾認知與消

費。觀察日治時期、戰後戒嚴期間乃至解嚴後的台灣，當中郁達夫的形象雖然一

再翻轉，但其演譯脈絡卻始終受到政治結構的牽制，近當代的史料調查與重建也

多半解釋郁達夫既有的史實問題，因此解嚴後的台灣只得在政治管轄之外的作家

愛情軼事上，尋找一個新的郁達夫。 

本文就文化生產、流通和接受的模式，以及文學在各個歷史階段中的變化，

討論郁達夫的文藝養成、人文活動，與「作家—讀者」之間的文學受容關係，並

對受歷史環境制約的場域路徑做一確切的描述。換句話說，討論台灣文學對「郁

達夫文學」受容的相關研究，是將台灣文學各個發展階段的意識形態取向，和政

治、文化、市場邏輯的制約性，與郁達夫文學的受容過程做更具體的因果連結與

對話。依歷史之序討論郁達夫文學在台灣的想像、論述與實踐：日治時期的郁達

夫文學，可謂是中國、日本與台灣互文關連的起點。各別自日本殖民政府與台灣

本土知識分子的立場，從而賦予不同的文化論述，郁達夫之於日本官方是具東亞

親善的文化統合人物；但是對台灣知識分子而言，具中國政府官員身分的郁達夫

則兼具新舊文學代表及國族意識的反殖民意義。郁達夫在日治時期的文化實踐上

可謂政治意義大於文學意義。 

    戰後至解嚴前的郁達夫在台接受歷程，與前一階段(日治時期)相同的是，郁

達夫文學進入台灣文化場域所產生的問題，亦隨著台灣種種文化、政經資本的潛

在矛盾而起伏；然而戰後不同於日治時期官方、民間雙方對郁達夫詮釋的同步性，

而是具有明顯的階段性變化。戰後初期以至一九六○年代末因為國民政府文藝政

策的轉變，先後制約了郁達夫文學在台傳播的可能，徒然成為選擇性的文學現代

化基礎，而非全盤接受；到了六、七○年代隨社會氛圍的逐漸鬆綁，郁達夫文學

才逐漸開展其抗日反共之外的美學論述，甚至有作家生平傳記的討論補充。這個

階段郁達夫文學的文化實踐逐漸從政治論述轉移至美學討論之上，郁達夫的形象

也不再強調愛國抗日，而是加強其身為中國新文學作家的文化意義。延續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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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對五四和三○年代作家作品的開放聲音，解嚴後郁達夫文學的意義又再次翻

轉。這個時期的解釋異於解嚴前對郁達夫文學多採取政治傾向的解讀方式，而是

大力開展學院研究，在文化解放中結合台灣在地歷史經驗擴化文本，並以大眾敘

事不斷地介入郁達夫文學的詮釋。至此，台灣對郁達夫文學的詮釋場域與角度，

已從日治時期、解嚴前官方為主的政治性論述，或解嚴前後對其美學的討論，走

入民間大眾中一個「人」的敘事實踐。整體看來，各個階段的郁達夫在台灣文學

不斷「重寫」的歷史語境中，是以一種相應於歷史進程的必然性而存在。 

    文化意義和象徵的創造、傳播與受容，於公共領域中互相激盪強化，是社會

發展歷史意識與自我定位的重要憑藉。郁達夫文學之到達台灣的詮釋中，其作品

及思想的階段性變化，正顯現台灣各歷史時期對中國文化論述的態勢。日治時期

的台灣可謂存在著三種郁達夫詮釋：中國郁達夫、日本郁達夫、台灣郁達夫。「中

國郁達夫」指的是作家本身對自我的陳述，從第三章郁氏訪台的講座，可以勘查

出在台灣的殖民環境下，郁對台灣釋放一種民族論述的訊息(參閱第三章第二

節)；「日本郁達夫」則是殖民政府形諸政治論述下的工具，對照 1937 年 1 月 14

日《台灣日日新報》對郁達夫的介紹：「福州に在つて日本の理解者として同文同

種の誼みに立ち兩国民の親善に努めてゐる。」可以得證
396；「台灣郁達夫」則為

台灣知識分子的集體建構，透過作品閱讀、文本書寫和與作家往來的親身經驗，

所堆砌的祖國文化形象標的。三者相對於日治時期台灣的意義，「台灣郁達夫」的

本質顯然較其他二者來得豐富。「台灣郁達夫」不僅轉化「日本郁達夫」的殖民意

涵，更能吸納「中國郁達夫」所蘊含的國族與文化意義，強化台灣文化論述的正

當性與國族意識(參閱第三章第三節)。可以說台灣在接受郁達夫之初，就已經能

主動地進行作家意義的生產。 

    郁達夫文學在戰後台灣的受容如同繫上「魯迅情結」般，同樣成為了禁忌397，

對於其敘事的轉移與再現，都在國民政府的政治規範和道德訴求下展開。因此日

治時期「日本郁達夫」的論述已被全然屏除，剩下的「中國郁達夫」及「台灣郁

達夫」則為官方所利用變造，選擇性地留存。戰後的郁達夫形象被官方文藝陣營

                                                 
396 台灣日日新報編輯部，〈支那文學の變遷(一) 郁達夫氏の講演 紹介の言葉〉，《台灣日日新報》

(1937 年 1 月 14 日)，(台北市：五南復刻出版，1994 年)。原文翻譯為「身為福州的日本理解者本

於同文同種之情誼，致力於兩國國民的親善。」(此段文字為論文筆者自譯)   
397 關於「魯迅情結」的討論，參見中島利郎，〈戰後初期台灣文壇與魯迅〉，《台灣新文學與魯迅》

(台北：前衛，2000 年)，頁 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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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均等地切割，作家情感生活及文學方面為戰後台灣文壇所抨擊，蘇雪林視郁達

夫為「人品不高，藝術又惡劣」之等；其後郁達夫的文化活動則被劉心皇引述為

志士抗日的表現，淪為官方反共愛國的文藝號召。在這個作家形象失衡的變造過

程中，間有林海音、張秀亞、夏志清等人提出的文學郁達夫，但在國府的強勢壓

制與三○年代史料不足的狀況下，仍未獲得文壇主流的意見支持。解嚴後全面解

放的自由氣氛，讓郁達夫詮釋再度處於斷裂或延續的緊張狀態中，「郁達夫」成了

台灣文壇面對中國五四文學斷層，所急欲填補的空白。除了研究場域和方式的轉

變，解嚴後郁達夫思想與文本的信息量亦大增，使得個人介入作家詮釋時有所挫

折(如劉心皇)，因而發展郁達夫閱讀的另一條路子──愛情傳記的消費，顯現台

灣閱讀大眾亟求新認知架構的動機。至此，在郁達夫演繹(root(根)/routes(路徑))

的衍生意義之上
398，已行破除前世代郁達夫論述之「根」，成為一種普羅大眾實踐

自我的敘事「路徑」。 

文學受容向來是促進文化發展與進步的重要動力，郁達夫之於台灣文學場域

的種種脈絡，說明郁達夫或中國文學確曾對台灣文學的發展產生作用。本文一路

從一○年代討論到現今郁達夫文學之於台灣的詮釋脈絡，可以發現其影響不僅是

時間上的縱貫，更是種跨越空間界線的文化發展型態。一個文學傳播場域結構（包

括傳播內容、傳播方式、傳播路徑）所關聯的不單是文學經典如何與時常新，更

是與當代的心靈適應息息相關。可以知道台灣各時間段落中的「郁達夫」，因為政

治、國族、文學、社會等不同程度的制約影響，遂於再閱讀、再評價、再書寫的

詮釋歷程中被賦予相異面貌。但是這些面貌迥異的郁達夫，都是參照過台灣歷史，

酌以詮釋者自身文化脈絡之後的在地性生產。因此，郁達夫之於台灣文學研究的

意義，就在於辯明作家與文本、作家與作家、作家與讀者之間的各種文化複數實

踐，以及對典律化的作家研究圖式之破除。 

本文梳理的郁達夫文學到達台灣之受容緣起、發展、傳播機制及其相關的文

學內外部問題，透過台灣文學這個公共論域，彼此相互的論證、辯駁，不但助於

台灣文學本體性的確立，且克服歷史與審美的分離狀態，掌握部分中國文化脈絡

                                                 
398 邱貴芬，〈「在地性」的生產：從台灣現代派小說談「根」與「路徑」的辯證〉，張錦忠、黃錦

樹編，《重寫台灣文學史》(台北市：麥田，2007 年 8 月)，頁 329-330：「當代文化研究在演

繹”root”(根)/”routes”(路徑)的衍生意義時，往往暗示兩者的對立，而且前者與土地認同的連結，代

表凝固、封閉；相較之下，後者(路徑)意味『空間』，代表流動、開放。以”root”/”routes”的辯證證

諸台灣文學的形構：台灣文學研究向來重視在地想像，但是其中『根』的形成過程當中已布滿各

種曲折流動的跨文化路徑。……換言之，台灣文學的”root”和”routes”並非對立，而是互相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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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於台灣文學的定位及詮釋。就一個文學接受史而言，隨著台灣歷史階段各社會

層面的變化，郁達夫文學體現了台灣文學史本身多元包容的特性，並刻劃台灣文

學發展歷程中每個時代變化的客觀性質；另一方面，文學接受過程是閱讀大眾與

情境特質的互動中所進行的詮釋活動，所以郁達夫文學到達台灣之後，即自然地

結合台灣在地的歷史文化意識，使閱讀大眾主動以本土經驗作為主體意識的出發

點，連結台灣的歷史經驗與生活面向，開發郁達夫文學本身的新意義。綜上看來，

不論是日治、解嚴前抑或是解嚴後的台灣郁達夫，都有著異於中國或日本等其他

各地之於郁達夫的詮釋面向及意義，這是台灣的郁達夫研究所不可被取代的。 

透過日治到戰後郁達夫在台灣接受過程之再檢閱，當可提醒我們對文化、歷

史、政治任一人文範疇的再省思。以及對於文學既有的傳承關係和曲折脈絡的思

辨。如同王德威所言：「我們的研究其實可以同中求異，作得更細膩、更具辯證潛

力些。重為大師、經典定位，找尋主題、風格、意識形態所歧生的意義，追溯作

者『始』料未及的創作動機等，乃成為亟待持續進行的工作。」
399挖掘主體意識

內潛在的作用，或質疑單向史觀的目的性與不可逆之陳述模式，都是辨明各種社

會文化現象往來互動關係的方式，也是一種持續的反撥與超越。因此，回歸追溯

「始」/「史」的研究立場，郁達夫文學的論述實踐都足以豐富對於台灣文學研究

或文化史研究等不同層面的理解，亦有另一番開啟當代的意義。更重要的是，藉

由台灣歷史階段中各個郁達夫形象的展現，能得以辯證台灣各時代演變的本質，

於論述中顯示獨特的台灣意義。 

 

 

 

 

 

 

 

 

 

 

                                                 
399 王德威，《眾聲喧嘩․序》(台北市：遠流，1988 年)，頁 6。 


